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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是指“由社会因素引起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社会事物及社会关系并对社会行为产生导向作用、对社

会发生影响的心理活动。”①社会心理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接反映，是人们对周围环境和社会关系的直接感受，

是现存实践的直接产物。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阶级的社会心理直接反映了农民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拥

护、反对态度，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有重要影响。从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分析农业合作化

运动中农民社会心理变迁过程的研究较为薄弱。基于此，本文将对这方面研究作一尝试。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的社会心理变迁过程

新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后，为了防止出现两极分化，也为了快速发展生产力，党在前期互助合作工作的经验

基础上，决定引导农民走合作道路，逐步实现农业生产合作化。最终，农民在短暂的时间内以普遍高涨的热情

表明了拥护的态度。但是，仔细考察这一过程，可以发现，农民的社会心理并非如结果所显示的那样单一，相

反，却是复杂的。 

（一）衷心拥护

党的农业合作化指示发出后，很快便得到一部分贫雇农的积极响应。正如党制定关于农业合作化政策时

的考虑，为了防止两极分化，也为了快速发展生产力，一部分与之相联系的农民很快成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有些力量薄弱、经济地位低下的农民，特别是贫雇农，他们劳动力、资金缺乏，农具不齐全，走互助合作道路

有利于解决困难，也最能得到实惠，因而发自内心地拥护。他们说：“要不是成立了互助组，我们外出复堤，俺

的地肯定要荒了。党领导咱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就是好！”②即使遇到收成不好的年景时，他们仍然积极拥护：

【摘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短暂的时间内获得了农民普遍的、狂热的拥护。

但是，考察农民的社会心理变迁过程可以发现，农民的心态是复杂的，除少数的衷心拥护外，更多

的是功利性参与、观望和反对。而农民由功利性参与、观望和反对转变为狂热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

动因，是崇尚权威、群体从众的社会心理与不断强化的政治压力相作用的结果。农民崇尚权威、群

体从众的社会心理不利于其主体地位的体现。从根本上说，农民的这种心理源于缺乏现代公民的

独立人格。当今，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要体现农民的主体地位，首要任务是塑造现代农民的

独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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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只看这一年，单干的时候灾荒更多，还是集体力量大，只是有些事没弄对！”③有些农民从农业合作化中

受益，切身体会到了合作起来对于发展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也衷心拥护，他们说：“互助

组比单干好，初级社比互助组强，日子越过越红火。”④“组织了合作社，大伙全是一个心眼了，心全往一根绳上

拧了。干起活来全没挑剔了！”⑤不过，总体来看，衷心拥护的农民只是少数。

（二）功利性参与

对广大农民而言，他们对国家政策所抱有的心态往往是从平均主义角度来考量集体化的结果，当看到一

些农民在互助合作中得到政府的帮助、支持和奖励时，心有不甘，萌生了“揩油”的念头，希望也从中“分一

杯羹”。许多贫农认为集体化就是“先吃中农投资”、“后吃国家贷款”，出于“揩中农油”的利己心态，也附和

积极分子表达支持。在党提出走互助合作道路时，农民一开始是不愿意参加互助组的，但是看到农忙时互助

组对参与者劳力、农具、资金等方面的帮助时，又改变了态度：“还是互助组好，我也愿意参加互助组。”⑥不

过，随着农忙的结束，农业生产的困难得以解决，就认为没有继续互助合作的必要：“咱们过去互助是为克服

困难，现在困难不大了，互助还有啥用处？”⑦例如，较早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山西老区农村，农民互助合作

初期的积极性很高，当互助合作促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以后，农民渐渐滋长了单干思想，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开始减弱，特别是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受惠较大的农民，害怕继续合作会吃亏：“我有劳力两个，牲口、农具什么

都有，不参加互助吧，还不行？”还有农民直接就说：“今年不困难了，不用互助了！”⑧由此可见，相当一部分

农民参与互助合作运动是出于争取眼前利益的考虑，其真实目的是通过互助合作运动提高自己的农业生产能

力，为继续单干奠定基础，而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表现出的积极性只不过是一种功利性参与。

（三）观望和反对

与贫雇农相比，中农的经济条件较好，一般具备独立生产的条件和能力。农业合作化运动到来时，他们往

往犹豫不决，持一种观望的态度，以互助合作能否真正促进农业生产而作出决定。山西长治的一个农民，土

地改革时分到了八亩良田，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后，加入了合作社，可是一直心有顾虑：“我这八亩地能打十六

石粮食，好容易分到，要是伙在一起，收成不知怎样呢？”思考再三，他思想动摇了，甚至要退社。⑨有一个老

中农，素以种地著称，庄稼长势总比别人家的好，当被动员参加合作社时，看到几百农户合在一起，颇为不满：

“人多瞎捣乱，鸡多不下蛋。要我入社，得看一年再说！”⑩土地改革后出现的新中农，依靠自己的辛勤劳作很

快富裕起来，害怕合作化“拉帮”穷人，更希望继续单干，不愿意搞互助合作。有人说：“这个国家好，就是组织

起来不好”，“共产党没啥意思，地也没有个干净埋汰的”，“单干才能发财，有穷有富才能发财” 11。也有人说：

“解放后俺家像个粮食囤，鼓起尖了。叫我入社，我不入” 12。中农顾虑重重，心情矛盾，甚至反对合作化是有

原因的。其一，中农普遍富裕，怕入社被穷人“共了产”，自己吃亏；其二，如果不入社，又害怕被孤立。

（四）全民狂热

1955年下半年，在党的号召下，特别是批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右倾机会主义”之后，农民普遍热情高

涨，纷纷要求加入高级社，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掀起了高潮。到1956年底，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总户数

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初级社户数占8.5%，高级社户数占87.8%。就是说，只用1956年一个年头，就

基本上完成了高级形式的合作化。 13当时普遍的心理是，毛主席号召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就要办。 14有农民

写信要求办高级社，说：“我们要求越快越好，明天就是社会主义我们才高兴！”“我们要像喷气式飞机那样，

朝着社会主义飞奔！” 15山西有一个农民，因为外出没能及时加入高级社，在听到全村人都入社的消息后，连夜

赶回要求“无论如何不能把我留在社外”。还有农民说：“互助组是牛车，初级社是汽车，高级社是火车，我要

补票坐火车，和大家一块奔社会主义。” 16此前不愿入社的农民也递出入社申请：“全家同意，脱离单干，⋯⋯

说干就干，口愿心愿，批准如意，全家13口人自愿。” 17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社会心理变迁的动因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除一部分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农民之外，大部分农民都愿意单干，对合作化的积极

性不高。特别是在合并初级社成立高级社的过程中，农民消极参与的心理更为明显：“初级社就不错，忙着办

大社，咱心里没个底！”“不思前，不想后，唯独怀念高级化前土改后” 18。但是，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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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几乎全体农民都卷入其中，不管犹豫、观望、反对的心理如何，都湮灭在狂热中。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

（一）内因：崇尚权威的社会心理

崇尚权威的社会心理是农民社会心理变迁的内在动因。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历史的国家，崇

尚权威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根据马克斯·韦伯关于政治合法性类型的划分，基于传统的神

圣性和传统受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认同是合法性的纯粹形式之一。 19在中国专制社会，这种认同表现为对

君主和王权的崇尚。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使这种认同形式发展成为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虽然历经辛亥革命

的破除帝制和新中国的除旧立新，但是崇尚权威依然固着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当新政权建立时，民众迫切需

要一个新的权威来引导社会生活步入正轨。正如费正清对中国人民崇尚权威心理的分析：“天子一旦从人们心

目中消失，中国的政治生活无可避免地乱了套，因为这时国家元首，在行使其最终大权时，没有获得通常那种思

想意识上的公认权威。由一个朝代所体现出现的统治权，比刚宣称的人民的统治权更为具体和明确得多，特别

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选举过程来把权力的某种形式赋予人民。” 20

不过，失去旧权威的中国农民又找到了新的精神寄托 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毛泽东最高领导

人的地位是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他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使亿万农民获得土地，翻身成为国家

的主人，被誉为“人民大救星”，在党内外树立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农民把崇尚权威的社会心理投射到对毛泽东

的崇拜中。土地改革后获得土地的农民兴奋地说：“从前我们供着关公老爷，说他有灵应，灵应在哪里？依我看

来，我们供谁呢？就是供我们的毛主席” 21。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时，农民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毛泽东的尊崇：

“只要党和毛主席把大旗一摇，叫往哪里就往哪里，反正党不会把我们往错路上领。” 22在崇尚权威社会心理

作用下，农民对农业合作化的狂热拥护通过“听毛主席话，跟毛主席走”的途径表达出来，当毛泽东号召组织

起来、走合作化道路时，就毫不犹豫地发出“不好，毛主席就不叫办” 23的呼声，往日的疑虑、犹豫甚至反对心

理也会归顺于对毛泽东的遵从。

（二）外因：群体从众的社会心理

群体从众的社会心理是农民社会心理变迁的外在动因。从众是指个人由于真实的或想象的群体压力而放

弃自己的意见，转变原有的态度，采取与大多数人一致的行为。 24在勒庞看来，一旦个体聚集在一起成为群体

中的一员时，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部采取同一个方向，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这种集体心理

与他单独一个人时颇为不同。 25当个体独自一人时，他可能按自己的意图、愿望采取行动，而一旦置身于某一群

体时，他可能根据群体要求、领导意见或群体中大多数人的意向制定行动策略。 26

缺乏自我意识的农民，由于崇尚权威的社会心理的内在作用，迫切需要依赖具有权威的共同体。群众运动

中形成的群体从外在形式上迎合了民众的这一心理。以群众运动为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客观上推动了农民由个

体角色向群体角色的转变，成为相互联结、共同活动的集合体。但是，由于群体内每个个体之间的关联性，进

入群体的个体不可避免地受到群体内其它个体的影响，逐渐丧失个体意识，最终，群体心理取代了个人心理。

就算组成群体的个体全是博学之士，在他们的专长之外同样会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点。他们每个人所具有的

观察力和批判精神马上就会消失。 27联结为群体的农民个体，其对待事物的感情和态度不再由自己的意志支

配，变成了丧失个性、盲从群体的“乌合之众”。在群体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冲击使之

来不及思考、正在思考、已经思考但犹豫不决、试图反抗的农民都变得急躁、冲动、缺乏理性，涌入合作化的

洪流中。

（三）催化剂：不断强化的政治压力

不断强化的政治压力是农民社会心理变迁的催化剂。崇尚权威和群体从众的社会心理之所以能迅速地结

合，形成全民狂热的浪潮，也离不开外在因素的促推，即不断强化的政治压力。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担心成为

“异类”而遭受来自合作化组织的歧视和压力，对参与互助合作的群体有一种归属感。比如，山西农民连夜从

外地赶回要求加入高级社就是这种心理的真切流露。事实上，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时，党中央强调必须采取典

型示范、自愿互利的原则，听取农民的意见，保护农民的合理利益，使农民理解、认同党的政策，自觉入组入

社。尽管合作化、集体化是农业发展的方向，不过，缘于小生产者的自私性，不少农民担心被“共产”，普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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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了不愿入组入社的想法。一方面，全国大部分地区土地改革刚刚结束，新分得土地的农民一时间难以接受突

如其来的土地、农具、财物等交由集体管理、经营的做法；另一方面，农民对土地有难以割舍的情怀，世世代

代都希望独立耕种发家致富，对于合作化这种先进的形式缺乏理性的认识。农民的这种心理是落后的，也是当

时落后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但是，党却没能合理引导，而是不断施加政治压力。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批评邓子恢后，全国范围掀起了批判“小脚女人”、“右倾保守思想”、“右倾机会

主义思想”的运动。同年，毛泽东还指出：“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

党”，对合作化支持与否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28。而在广大基层，一些干部则以这

些运动和指示为依据，逐渐滋长强迫命令风，加重了合作化运动中持犹豫徘徊、反对态度的农民的政治压力。

在农村，有合作社在发展社员时摆两张桌子，分别代表两条道路，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看你

走哪条，要走社会主义的在桌上签名入社”，“谁要不参加社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美国的道路” 29。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办社；不入社，就跟他们（被斗富农）一样。” 30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观望、疑虑、反对等心

态不得不屈服于政治压力，变为响应和拥护毛泽东的号召，接受已经到来的合作化高潮。

三、反思与启示：对农民社会心理变迁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获得了农民普遍的拥护，在稳定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完成了生产关系

的急剧变革，为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基础，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农民的社会心理变迁也促使运

动过快的完成，导致“四过”（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现象，遗留了一些历史问

题。今天，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社会心理变迁带来的影响值得深入思考。

（一）反思：一味顺从和盲从不利于农民主体地位的体现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贯彻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每项政策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对形势

和群众社会心理的考察是党制定实施每项政策的出发点。薄一波分析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凡一项

工作任务的提出，工作部署的轻重缓急，总是同对现实形势的分析和一定的估量相联系的。形势缓和，提出的

任务就高一点，步子就迈得快一点；形势紧张，指导思想就特别慎重，步伐更力求稳妥。” 31同样，农业合作化

政策部署的轻重缓急与农民对待合作化的态度以及由此决定的农村合作化形势有密切的联系。1955年四五月

间，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看到沿途农村农民生产积极，对农业合作化形势产生了乐观的看法。同年7月，毛泽

东在阅读了《农业合作化最近简情》的材料后，得出了“广大农民群众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困或者生活还不

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32的观点，认为农村的形势正在促进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因而要求

加快合作化的步伐。

事实上，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表现出的积极性更多的是一种非理性的拥护，是对毛泽东个人权威的尊崇

以及由此导致的对群体行为的盲从。对毛泽东的尊崇使人民群众失去了本应具有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逐

渐将毛泽东的言语和行为作为辨别是非、判断自己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一般而言，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符合人们的社会心理时，人民群众就会表达拥护；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人们的社会心理不一致时，人民群

众就会表达观望甚至反对。但是，失去自我意识的人，容易接受周围环境的暗示，在外界因素的影响下，掩盖、

违背自己的认知，使理智顺从于无意识，隐藏社会心理与其表达的社会行为态度之间的矛盾。农业合作化高潮

到来之前，尽管农民普遍存在功利性参与、观望和反对的真实态度，但是，囿于崇尚权威和群体从众的社会心

理，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参与到合作化运动中。正如习仲勋1952年6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农业互助合作工作会议

上的总结报告中的阐述，农民对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信任促成了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大发展。当得知是毛主

席号召组织起来时，农民则认为“毛主席的话没错”，都积极响应起来。

农民对领袖意志的顺从和群体行为的盲从呈现了一幅农民愿意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景象，这一景象使

党获得了“农民有空前高涨的合作化积极性”的认识，进而在农业合作化政策制定和实施时更加鼓励这种“积

极性”。在农民崇尚权威和群体从众的社会心理与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农业合作化的进程

越来越快，以远超预期的速度提前完成。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农民崇尚权威、群体从众的社会心理继续蔓延，

并助推了党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非理性的狂热中，把运动一次次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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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潮。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的政策对运动应该起引导作用，农民才是运动的主体。但是，由于农民崇尚权

威、群体从众的社会心理的作用，党的政策愈发成为运动的主导力量，客观上造成了农民主体地位丧失的局

面。这样一来，一旦农民这种心理与政策中的失误结合起来，就会助长失误并且难以纠正，给党和国家的事业

带来损失。

（二）启示：塑造农民的独立人格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前提

从根本上说，农民崇尚权威、群体从众的社会心理源于缺乏现代公民的独立人格。所谓人格，指的是“稳

定的行为方式和发生在个体身上的人际过程” 33。独立人格就是作为主体的人与客体相互作用时的自主性，即

个人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摆脱影响和制约自己存在、发展的主客观因素所体现出的独立、自由、自我支配的相对

稳定的个人品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独立性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在最初的社会形态下，人没有独立性，表

现为一种自然发生的人的依赖关系；在全面的物质交换、关系、需求、能力的体系形态下，形成了以物的依赖为

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经历第二阶段的发展，才最终形成人的自由个性。 34也就是说，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人没有

独立人格，表现为人的相互依赖；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格的独立性在物的依赖的基础上得以形成；商品经济

的发展，造就了人的自由个性，使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中国传统社会维系着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给自足自然

经济的运转，形成了以皇权主义为核心、以血缘宗族为纽带、以儒家道德伦理为内在规范的封建社会形态。几

千年来，血缘、家族、地域、宗法等天然共同体意识融于个人品格中，淹没了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意识，造就了人

的依附性。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依然保持着这种依附性，并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将其转化为对威权的顺从

和对群体的盲从。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今天，塑造农民的独立人格尤为必要。新型城镇化是党的十八大强调的一个重

要问题，也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新型城镇化之所以“新”，在于改变了过去片面追求城市规模

扩大、空间扩张的倾向，更加注重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首先，农民是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动

力。在传统城镇化过程中，动力主要来源于政策执行和行政命令，靠自上而下的权力推行。而新型城镇化的动

力建立在上下良性互动机制的基础上，即政府以政策引导为主的同时，引入市场机制，构建政府与市场的良性

互动。也就是说，来自下层的市场日益改变以往的被动地位，积极行动起来。由于市场的主要参与力量是农民，

农民的动力作用越来越明显。其次，新型城镇化的本质不在于物的城镇化，而在于人的城镇化，即农民不断觉

醒，积极地、主动地、创造性地参与城镇化建设，完成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从现代化的角度说，现代化首先

体现为人的现代化，倘若执行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

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35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键环节的新型城镇化建

设，必然要把促进农民的城镇化作为根本要求。总之，新型城镇化凸显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而农民要体

现自身的主体地位、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首要任务是塑造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人格，克服农业合作化运动中

普遍存在的崇尚权威、群体从众的社会心理，逐步摆脱长期形成的依附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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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sants' Social Mind Transition and the Enlightenment in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Movement

Yao Guangli

Abstract: In early period of new China,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movement won peasants' general and enthusiastic support. 
However, it is found that peasants’ minds are complex through studying transition process of peasants' social mind, except a few 
wholehearted support, the more are utilitarian participation, wait-see and oppose. Moreover, there is profound social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 for peasants to transit utilitarian participation, wait-see, oppose to enthusiasm, and it is resul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adoring authority, group conformity and strengthening political pressure. Peasants' social mind of adoring authority and group 
conformity go against the embodiment of their subject position. Fundamentally, this kind of social mind stems from a lack of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of modern citizens. Nowadays,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in order to embody 
peasants' subject position, the top priority is to shape the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of modern farmer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Movement; Peasant; Social Mind;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